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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树智先生访谈实录

彭树智 闫 伟
*

彭树智先生，1931 年生，陕西泾阳人。1954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

同年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史专业。他曾长期担任西北大学历史

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

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 36 名，其中大部分已成为我

国中东研究的骨干力量。他在中东和南亚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

和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编撰的 《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

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 ( 13 卷) 、《中东史》等已成为我国中东史研

究的奠基之作。近年来，彭先生依然在岗执教、笔耕不辍，关注文明交往

和文明自觉的研究，撰写了 《两斋文明自觉论》 ( 三卷) 、 《我的文明观》

和《老学日历》等著作，为我国的世界史和中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

刊记者访谈并介绍彭先生的学术经历及学术思想的演变，旨在对世界史研

究和中东问题研究有所启迪，嘉惠后学。

一 书路崎岖觅机缘

访谈人: 彭先生，您在世界史领域成就卓越，同时您的文学造诣深厚，

文笔深博，常常喻文于诗。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 求学期间的经

历如何影响了您后来的研究? 您早年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您的研究产生了

什么影响?

* 彭树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访谈人闫伟，西北大学中东
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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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 我于 1931 年出生在陕西泾阳。泾阳位于富饶的泾惠渠灌区，

干渠与支渠纵横交错，因盛产棉粮，也被称为关中的 “白菜心”。我们家早

年很穷苦。祖父从河南淅川逃荒到陕西，再由商县 ( 今商洛市商州区) 到

咸阳，最后定居泾阳; 外祖父则是从湖北逃荒而来。也许这种地域环境和

移民传统给我留下了平实谦和的性格和勤奋努力的气质。

我的青少年时代，祖国大地备受列强蹂躏。我不止一次问老师: “为什

么有着那么悠久文明的中华大国，到今天却一直打败仗，受外敌凌辱?”老

师的回答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困惑。这个问题促使我不断思考，这就是我

以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动因。我在高中时，国文学得特别好，而且喜欢诗

词，所以报考西北大学时，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系。但是，我的历史成绩

得了满分。于是，西北大学历史系优先录取了我。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北大学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担任校

长，名师汇聚、学风浓郁。当时，西北大学是与北京大学等高校齐名的教

育部直属的全国十大综合院校之一。学校条件艰苦，教室都是旧平房，冬

天没有暖炉。更严峻的是，家境困难使我不得不在全国各种报刊上拼命发

表文章，小说、报道、书评、影评……什么都写。起初还有些困难，到了

后来，就是写一篇发一篇; 再后来，就不断有编辑、记者专门到学校约稿。

通过大量写稿，一则达到了练笔的效果，为后来著书作文打下了写作基础;

二则解决了生活危机，最终得以完成学业。大学阶段有三点学习体会。

一是培养科研生长点。大学是科学之宫、学术之殿，有幸步入它，必

须选好科研生长点。我记得侯外庐先生在谈到治学经验时，特别强调在大

学时就要选好科研生长点。这对我影响很大。章太炎是一位中国近代史学

的承前启后者，他用历史发展观、现代史和民族主义观，把古代与现代中

国史学衔接起来。我读 《民报》上章太炎同印度革命志士的交往史时，选

择印度近现代史这个有开拓性的领域，作为本科毕业论文，具体着手处是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史。做这个题目费去了我大学三、四年级的大部分时间，

写成了 20 万字的一本厚厚的稿本。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再回顾这段求学

经历，我更加体会到: 选择科研生长点是为学治史的关键一环，是科学工

作者安身立命之地。有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富于开拓性的科研生长点，有利

于青年人勤奋而有目标地在这块基地上耕耘，从而使学术生命的种子生根、

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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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秦汉史见长的陈直老师曾告诉我关于王国维的 “治学三境”说。

治学一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治学二境是 “衣

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治学三境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境”使我受用终身，愈老愈体味到它们

给我诗意治学道路上带来的科学和艺术上真善美的享受。

三是追求学术自觉，迎艰克难。有一次读清代学者赵翼的诗: “少时学

语苦难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觉得

赵翼这种人事天道“三七开”的观点太轻视人的主观力量，于是在读书笔

记上写下了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持之以恒，功效必见”的话。后来，

在治学中我才慢慢体验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逐步走上学术自觉之路。

访谈人: 众所周知，您是国内著名的中东史专家，但您在南亚史、民

族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共运史领域同样有着重要的建树。您为何选取这些领

域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最终将中东史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这与当时的国

内外环境有哪些联系?

彭先生: 1954 年，我带着本科毕业论文见我的导师周一良先生。周先

生同意我的研究方向，还把它介绍给了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攻读研究生期

间，我利用一切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当时三个人一屋，白天读书，想问题，

可以边读边记。但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了要记的问题，记吧，

要拉开电灯，会影响同屋学兄的休息; 不记吧，许多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

到第二天又想不起来，怅然若失。后来我想了个办法，用讲义夹夹上纸张，

夹旁用线绑上铅笔，放在枕边。一想起要记的问题，就摸黑用铅笔记下要

点，虽然第二天看那些歪扭，甚至重叠的字，但仍能整理成笔记而不至于

忘记。在北大求学期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游览过北京的名胜。

后来，我们北大四位亚洲史研究生到东北师范大学随苏联专家柯切托

夫学习远东和东南亚近现代史，正逢 1857 年印度起义百周年纪念。柯切托

夫老师看了我发表在《人民日报》5 月 10 日的 《1857 年印度人民起义的历

史意义》一文后，有所嘉许，指导我写作 《1857 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

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论文，并鼓励多多修改。他说: “奶酪好吃，但烤一

下更好吃。”此后，我相继研究了印度 1905 ～ 1908 年的独立运动、印度
1946 年海军起义、印度民族主义革命家提拉克、印度大资产阶级的形成，

一直到甘地的独特思想体系。在这个有开拓性的生长点上，我完成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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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论文和著作，一些论文先后在《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

报》等刊物上发表。

1957 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西北大学任教，开始了近六十年的执教

生涯。那是一个政治运动持续不断的年代。虽然频繁的政治运动、繁忙的

教学任务和家庭负担给自己带来了重重困难，但我并没有放弃教学研究，

而是把教学同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寻找结合点。我坚信一个治学信念:

“真理是需要在争辩中明朗和完善，在实践中检验和证实的，而不是靠权力

压服的。”几年下来，我形成了又一个科研生长点———民族解放运动史。我

针对“1924 ～ 1927 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低落”的传统说法，针锋相对地提

出了这一时期民族运动 “持续高涨”、东方并非世界革命的配角的观点。改

革开放以来，这一观点已被许多世界现代史教材所采纳。在这一研究基础

上，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先后完成了三部有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

解放运动的专著: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 ( 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 和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2013

年再版) ，后来又与博士研究生合著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 中国青年出

版社，1999) 。其中，《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于 1995 年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也是对我研究工作的肯定。

十年“文革”对我而言，真是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此前，虽然政

治运动不断冲击业务，但学校还未停课“闹革命”。而在“文革”这场空前

的大灾难中，学校不成其为学校，哪有可能从事研究。就个人而言，我在
“文革”前已经受到了“关注”。1960 年，我受到批判，被剥夺了申辩和讲

课的权利。“文革”开始后，我在起初的一段时间，惊恐、茫然，后来也和

大多数教师一样，无可奈何地顺乎自然。但是有一个念头总是时隐时现:

难道就这样随波逐流让时光白白逝去? 总得给人间留点文字成果吧! 我当

时有这样的考虑: 业务虽然不能研究，但马列原著还是鼓励学习的，为何

不从这些智慧之书中寻找一个新的科研生长点呢? 于是，我拟定了一个开

拓性的课题———研究十个国际共运史上有争议的人物。

迷惑状态向不惑状态转化了，怨悔之心变为决心而付诸行动。目的明

确了，我针对研究课题开始一本本地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 《列宁全

集》，一边读一边做笔记。从此，即便在开批判会或大游行时，在阵阵打倒

声中我也不忘在怀里揣上一本马列著作。这 “革命味”十足的行为甚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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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红卫兵们的注意，他们夸道: “看，彭老师学马列多认真啊!”其实，

他们不知道在最困难的时期，我在新的科研生长点上播种生根。有了新的

生长点，兴趣油然而生、理念历久而弥坚。在那惊恐慌乱而蹉跎的岁月，

我竟然系统地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 《列宁全集》，并在 “文革”

后期出版了《叛徒考茨基》 (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一版，1975 年再

版) 。“文革”后接着又出版了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 ( 陕西人

民出版社，1982 ) 和 《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 (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两本专著。这几本书，共计一百余万字，从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出发，

通过研究经典作家的直接论述，以及对时代性、创造性、复杂性和阶段性

的探讨，提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也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后来我曾

经开玩笑说，自己当了几年国际共运史战线上的 “游击兵”。这段独特的经

历锻炼了我的理论思维力和寻找科学研究生长点的毅力。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转向中东史的研究。实际上，早在 1958 年 7

月，伊拉克革命爆发时，我就接触到了中东研究。当时血气方刚的我仅用

了三天时间，就一气呵成一篇一万两千余字的文章——— 《略论阿拉伯民族

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在 《人文杂志》上发表。但是，我真正转向中东研

究，却是在 21 年后。

1979 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的隆隆坦克声震惊了世界和中国。作为

阿富汗的邻国，中国的学者应当对此做出反应，而我过去在印度近现代史

方面的积累也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久，我就在 《百科知识》1980 年

第 3 期上发表了《1841 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一文，由此

步入了中东史研究领域。

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契机。我从中东现实乱局中发现，中

东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于是，我当机立断，一定要啃下这块硬

骨头! 我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展开对阿富汗近现代史的研究，二是结合

当时世界现代史教学的需要，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凯末尔的思

想深入挖掘，其结果是 1980 年提交给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年会的论文 《凯末

尔和凯末尔主义》，后来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西北大学有一

个有利条件，就是 1964 年成立的中东研究所 ( 原伊斯兰教研究所) 是我国

最早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集中了一批掌握多种外语的人才，积累

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同时，从 1982 年开始，我就注意培养中东史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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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中国的中东研究补充新生力量。1986 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在西

北大学设立“世界地区史、国别史 ( 南亚中东史) ”博士点，这是我国第一

个中东研究的博士点，对于中国的中东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明交往树新枝

访谈人: 您在民族民主运动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您如何

评价您在这些领域研究中理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贡献。

彭先生: 我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要在动荡激烈的社会中考察变革

社会变革演进过程，在变革演进中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统一体中分析

多样性，把世界史看成 “和而不同”的整体。我在民族民主运动方面的思

考结果有五个方面。

其一，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把 1924 ～ 1927 年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及其与中国大革命的联系作为重点。我的基本方法是历史比较，把欧美国

家、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

比较，结果发现: 在 1917 ～ 1924 年，这两大运动是同步发展的，都处于高

潮; 但在 1924 ～ 1927 年，欧美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而亚

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却持续高涨，并采取了武装斗争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式，

社会主义政党在不少国家领导了运动，尤其是中国。

其二，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进一步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两

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在 《世界历史》上发表了论文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类型分析》 ( 1987 年第 3 期) 。

我在文中提出，自从 20 世纪初亚洲觉醒以来，实现民族、民主的双重任务

是亚非拉国家共同的时代使命。因此，应当用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来

代替在我国沿用苏联模式而叫了 30 余年的 “民族解放运动”。1987 年，我

提出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这一提法为教育部所采纳，取代了原有学

科目录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提法。

其三，两次大战之间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呈现为五种类型: 以

中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民族资

产阶级领导的凯末尔革命; 以尼加拉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桑地诺领导的

抗美独立战争; 以阿富汗为代表的爱国封建主领导的独立战争; 以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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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里夫部落酋长领导的独立战争。我在 1999 年出版的 《第三世界的

历史进程》一书中增加了一个类型，即宗教人士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如

刚果的西蒙·基班古领导的“黑人基督”王国运动。

其四，东方国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发

展不平衡。同时，在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中，不同地区的特点又反映

了许多同一性。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的现代化改革，可以从地域性特征的

角度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中东类型，

其中北层三国的共同特征表现在现代化是以世俗化为中心的改革运动; 埃

及、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的北非类型，三国均在缺乏和平的国内外环境的

情况下进行了巩固国家主权、推进社会政治发展的改革; 墨西哥的拉丁美

洲类型，具有深入性和民主性的特点。

其五，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

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进步思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

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型，即孙中山的革命民主型、甘地的宗教

道德型和凯末尔的世俗改革型。《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将其他重要的民

族主义思潮如苏加诺的平衡综合型民族主义、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型民族主

义、杜波依斯的泛非型民族主义和拉丁美洲的大陆民族型民族主义列入其中，

共包括了七个类型。总之，两次大战之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复杂性

和整体性的发展，集中表现了承上启下的转折阶段的历史性特征。

我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以地域为框架，以代表人物为线

索，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探讨。该书的主要特点是:

从民族主义与东方政治文化的交汇点上考察思潮，指出民族主义思潮也是

盛行的政治信仰、情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 20 世纪东方政治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历史范围中考察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意义，指出东方

民族主义及其构建的东方民族国家体系构成 20 世纪世界三大思潮和国家体

系之一; 从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上探讨东方各种民族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

的得失; 从分析思潮矛盾入手，发掘深层的理论内涵; 在方法论上除继续

运用整体研究之外，大量使用了比较方法。该书于 2005 年获得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访谈人: 您在中东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请您

介绍一下代表性成果的主要观点、研究特色以及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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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 回顾书路旅途，呈现在眼前的首先是有关中东地区一长串系

列书目。这不同类型的书目，象征着个体学术生命和群体学术生命一路前

行的路标。其中，主要的成果是两本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即 《阿拉伯国

家史》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和 《二十世纪中东史》 ( 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 ，以及十三卷《中东国家通史》 ( 商务印书馆，2000 ～ 2007 ) 和
《中东史》 ( 人民出版社，2010) 。这些成果前后相继，基本上体现了我在中

东史研究的学术路径。

《阿拉伯国家史》是一本中东阿拉伯地区通史，它在史学观上是以文明

交往论为核心理论，通过研究阿拉伯民族从古到今的历史进程，反映阿拉

伯世界的形成，并从中探讨其发展轨迹、特点和规律性。具体来说，书中

贯穿了三种观点: 第一，全局与局部结合，即从阿拉伯世界的全局考察该

地区各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同时又以各国的特殊运动风貌丰富阿拉伯世界

的历史内容。第二，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相结合，即以阿拉伯世界各国由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发展为经线，以阿拉伯世界各地区 ( 北非、阿拉伯半岛、新月地带) 及各

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为纬线，纵横结合，经纬交织。第

三，整体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既力图反映今日整体的阿拉伯世界的全貌，

又反映在形成、发展进程中各阶段的特殊性。

《二十世纪中东史》是一部中东地区断代史。该书采用新的“世纪地区

史”的框架，从整体上看待中东地区，运用整体观和联系观解剖中东地区 20

世纪社会变化的横断面。此外，该书将 20 世纪的中东史划分为二战前、二战

后两大时期，以及中东的觉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二战后初期、动荡时期和中东面临新挑战时期等六个小阶段。另外也运用了

类型方法，分析了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世俗化与政教合一，现代化改革的世俗

化与非世俗化，以及战后政治中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等不同类型。同时，该书

注重探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这是 20 世纪重要的历史性现象。最

后，还深入研究了中东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本书分析了深层面的社会生

活，涉及人口、家庭、城市、妇女、建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风尚、

文体娱乐，特别是价值观念等层面，从而把社会生活史回归给历史，全方位、

多层次地提供了一个 20世纪中东社会演变的全景图。

长期以来，在我国图书馆书架上，没有我国学者撰写的中东国家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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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7 年开始，我就着手组织人力，于 1993 年出版了 《阿富汗史》。在此

基础上，2000 ～ 2007 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我主编的 《中东国家通

史》。这是一部包括十三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共 400 多万字，每卷由一

个国家或数个国家组成，包括《阿富汗卷》 《沙特阿拉伯卷》 《以色列卷》

《伊拉克卷》《也门卷》《伊朗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土耳其卷》《埃

及卷》《约旦卷》《巴勒斯坦卷》《塞浦路斯卷》《海湾五国卷》。《中东国家

通史》依照通史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各卷自成一体，但又互

为联系。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由古及今地阐明各国历史变迁的过程、

特征和规律。同时，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

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从而达到“关照现实”与 “反思历史”

的一致性。各卷对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教育、学术、艺术、

科技、地缘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并以专章探讨了相

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本书可以说是我运用文明交往观分析历史的深入探

索，尤其是在“卷首叙意”和每卷的“后记”中，着重阐明了这一点。《中

东国家通史》是西北大学“211”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学

者撰写的中东各国的通史性著作。2009 年，这套丛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 《中东史》，是一部中东地区

通史，它既是对前面成果的继承、借鉴和总结，也贯通着近年来我对文明

交往论的思考。该书的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 “大历史”的视角

审视“中东史”，从中东史反思“大历史”。“大历史”是自然史与人类史，

两者相互制约。中东的地理和自然特点决定了中东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社

会结构形态以及政治、精神的生活方式。同时，中东地区处于亚欧非的交

界处，此种地理环境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二，《中东史》实际上是一

部中东地区的文明交往史，是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间的交往

历史逻辑阐述中东的历史。把中东史和人类文明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用

历史体悟借鉴现实实践，其中所遵循的是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的思想轨迹。

第三，“世界史”是衡量中东地区最主要的尺度之一。在人类文明交往进入

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过程中，中东地区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和殖民体系，中

东的近代史就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过程。

中东的当代史时期，是殖民体系崩溃、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形成和现代化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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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往历史的新时期。

我深感对于中东史的研究首先要回归史学本体，也要具有问题意识。

史学研究没有史料、史实不行，掌握典型材料、基本事实永远是史学研究

的起点和基础。但是史学研究必须有问题，问题是研究的先导，无问题就

陷入史料与史实的海洋之中。从丰富史料研究中提炼文明交往的实质与规

律性问题是研究中东的路径。史实为基、史论为魂、史趣为美，集三者大

成为一个历史整体形态，最为理想。

研究中东史要追溯历史、审视现实、关注未来。历史—现实—未来是

一个整体，三者有密切的联系。贯穿三者的中枢是理论思维。人类文明交

往的治史之思，在于对热点地区、热点问题持具体而细致的冷思考，在于

把历史经验与现状发展的深度结合，在回顾与前瞻的历史思绪中寻找答案。

最后，从文明交往研究世界史有助于创建中国化的世界史与历史研究

的学术个性。历史上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别民族性史学的 “普世立场”。启蒙

神话中的“世界文学”，当今的 “全球史学”和 “文化形态史学”中都包

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因素。然而，历史学者却一直在追求世界史、

全球史的探索。中东这个 “东西方之间”的枢纽地区，它的多种文明交往

历史轨迹和现实的乱局，都在启示着我对人类文明交往规律的思考。 “交

往”，在哲学上就是 “联系”; 在政治、经济、社会意义上就是 “关系”。

“交往” “联系” “关系”等历史哲学观念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从
“跨文化”“跨文明”的互动“公共空间”来研究世界历史问题。尽管弱势

文明势单力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构建世界文明。总之，中东学科的

理论体系与学术框架在于文明的交往与比较。交往比较之中有多样性统一，

相互作用形态的、互动的世界史新结构。

访谈人: 您在世界史尤其是中东史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文

明交往理论，出版了 《文明交往论》 《书路鸿踪录》和 《松榆斋百记》等

一系列相关论著，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文明交往论也被视

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三大史观之一和 “中国世界史学界 20 多年来

的进步和成熟的标志”①。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探索这一新的领域?

21

① 李学勤、王斯德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 1978 － 2008 ) ·历史学》，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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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 早在 1986 年讨论《世界史》 ( 六卷本) 教材编写时，吴于廑

先生先把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称之为 “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他最

早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交往问题的论述对研究世界史的意义。

我也是从那时起，多次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和《历史

学笔记》等著作。我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 “一切冲突，都根源

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高度，

阐明了唯物史观。

于是，我先考虑人类文明史，接着考虑文明交往史。我想，从这个理

论角度研究世界史也许更能反映经典作家所说的世界史的 “世界历史性”。

因为“世界历史性”表达的是“全球化”的实质内容，其根本特征是 “以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我之所以强调交往

在文明史中的地位，是因为交往在人类文明生成和演进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例如，“在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

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情况”，而 “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

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

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证”。其实，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往互

动作用，也属于广义上的交往活动，也是人类物质、精神、制度、生态文

明的交往范围。此后，我在世界史、中东史、东西方文明关系史的探讨中，

形成并检验了我的文明交往论，也结合当代世界各种文明交往关系，思考

文明对话在互动交往规律中的作用问题。

我也研究了一些文明、文化理论和文明史著作，感到许多作者对 “文

明交往”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即使谈 “交往行为理论”的哈贝马斯，

也只强调语言而忽视社会生产和交往在塑造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

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等五个形态上的决定性作用，他只注意某个社会

内部主体间的对话，而“没有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间的对话问题”。

后来，从苏联思想家巴赫金 ( Bakhtin) 的 “大对话”哲学中，我看到了文

明对话所包含的互动、互补、互证的双向和多向交往特征: 主体之间的相

互尊重; 他人与自己完全平等; “自我”与“他者”互相依存; 放弃对话霸

权和唯我独尊。实际上，巴赫金用 “自我”和 “他者”， “自我认同”和
“互相认同”来确定文明对话的关系。他的对话理论完全适用于人类文明交

往，因而是一种理想的人类交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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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 “对话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 ( Martin Bu-

ber) 的社会本体交往论。这种理论中的主体间性、直接性和交互性，昭示

了互为前提、互相依存的人类互动交往的本质联系，为当代人类文明交往

活动的伦理与政治秩序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思考。从漫长而激烈的阿

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冲突过程中，布伯交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中东和平

进程中人类文明交往水平的提高、智慧的增长和理性因素的增强，因此我

在《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编后记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评述它的意

义。继布伯之后，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又有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

这也说明了文明对话是消除对抗冲突、破除隔阂壁垒和走向国内和谐、国

际和平的必由之路。在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中，我用下面的

话作为结语: “对话浪潮是大势所趋。21 世纪文明交往的新时代曙光已经出

现了。”

我的文明交往论的基础是世界文明交往史，而不是单纯的历史哲学。

纯粹的历史哲学家往往是走极端的，否则就很难独成一派。实际上有建树

的历史哲学家如汤因比等人，都是以历史个案史例为基础，充分注意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思维方式，把宏观研究与中观、微观研究有机统一起来。

理论只有回归历史，才可以获得文明自觉。

访谈人: 近年来，您在文明交往论的基础上又在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

笔》《我的文明观》《老学日历》等著作中，提出了文明自觉论。您的文明

交往自觉论的主要观点和特色是什么?

彭先生: 我从文明交往深化为文明自觉是源于思维发展的逻辑，也是

在学习人类历史过程中，逐步深入思考的结果。把文明交往作为一个整体

思维方式，放在历史中思考人类面临的问题; 把文明交往作为一个关注人

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观，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域性局限。这是思维方式和

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是思考历史自觉的轨迹。中东当今动荡不已的政治现

实，使我的思路多次追溯历史。我越来越从历史发展中察觉到: 中东问题

的老、大、难，中东问题的希望，都在文明交往的自觉。具体说，在 《阿

拉伯国家史》的修订过程中，我探讨了 20 世纪阿拉伯世界与外部文明在交

往方面涌现的人文社会科学清新潮流。对文明交往的新现象有如下思考:

这是一股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相辉映的、有深厚文史哲根基并吸取西方文明

的侨民文化。其代表人物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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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明的发展，然而他和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一样，对自己

本民族文明的前途不持乐观态度。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力量，从根本上说，

决定于民族内部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这后面还有深远的历史文化的原因。

文明交往的自觉性，是古老文明复兴的精神力量。可见，一种文明的生命

力最根本在于内在生长 “定力”和适应新生存环境变化而复兴和创造新文

化的交往力。总之，《阿拉伯国家史》的修订使我从文明交往的思考进入了

文明交往自觉的思考。

这种思考也与《二十世纪中东史》《世界史·当代卷》和《中东国家通

史》等书的编写过程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和逻辑思维的发展，使我从中

东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变动中更加深深感到，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

值在文明，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于人类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性的自觉。特别是，

《中东国家通史》对我的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检验。在

该丛书的“卷首叙意”中，我提出了“文明交往论是文明自觉论”的命题:

文明交往的特点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在趋向上日渐摆脱野蛮而逐

步文明化，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

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 在人际关系、族际关

系、( 宗) 教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

合作的“我”。此外，每卷的后记都是我思考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的论

文。这个命题经过《中东史》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 《我的文明观》和
《老学日历》而进入一个新的思考阶段。

我深深感到: 人类历史本身就是文明交往的历史，由此形成了我的历

史观念，即人类的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的逻辑思维路线。人类

文明的自觉，不仅在中东文明交往过程中提升，而且文明自觉实质上就是

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人类交往的文明化。这种自觉，是人类用自身的精神

觉醒观察世界历史，是人类用自身的文明开启蒙昧和野蛮，是追寻人类文

明交往中的盛衰与复兴，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不断摆脱新的枷锁而获得思

想解放，是人类在实践中提高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升华。文明自觉，是

以文化思想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

论和实践活动。文明自觉论可称为文明交往自觉论，其要点可简略概括为

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递进演进的九个方面。

一个中轴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辩证规律。交往互动是矛盾对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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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辩证形态和矛盾辩证运动过程。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文明对抗、冲

突和文明共处、同进是文明交往互动中两种对立又相互渗透转化形式。认

识和把握交往互动规律的自觉性表现为: 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

往互动，把对抗、冲突和共处、共进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使之在

这个中轴律上良性和平衡运转。

两类经纬线，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经线为相同文明之内的相互融合，

纬线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首先取决于各个文

明内部交往互动发展程度; 同时，每个文明的整体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

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文明交往发展的程度。这种内外关系的经纬线多

重交织，在人类生产、生活、生存、发展中织成了文明交往史的多彩长卷，

从而使人类在回应全球文明化的整体性、联系性问题中获得自觉。

三角形主题，人类文明交往互动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我身心这三大主题的三角形路线进行。三角形的底线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

往互动，三角形的两边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交往活动。人类

立足于整体存在的底线上，自觉性表现为: 对自然交往认知上有 “知物之

明”，对社会交往认知上有 “知人之明”，对自我身心交往认知上有 “自知

之明”。知而后明，明而后行，在实践中知，又以知导行。

四边形层面，人类文明的互动交往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

明和生态文明四个层面的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这些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

推动着历史事件的产生。这种多元的交往力制约着个人的意志，使其以融

合的总平均结果，出现于人类文明交往的每一阶段的历史结局上。文明交

往的自觉性表现为人的集体理性追求的自利与利他、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

社会制度建构上。

五种社会交往形态，人类文明交往史上有五种社会交往形态，即社会

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从根本上说，文明是

社会性的，它是由生产和交往实践所决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五种社会交往

形态中，社会结构为基础，社会制度是文明的本质所在，正是社会制度构

成了各种社会内在的体制形态。社会关系是人类本质属性之间的联系，而

社会生活是文明交往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的历史活动。

六条交往力网络，人类文明交往的驱动力是与生产力相伴随的交往力，

二者又是历史传统的积累和现实体躯的创造力。这六条交往力是: 精神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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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和科技推动力。

这六种交往力产生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从不同角度、不同领

域的交往互动作用过程中，形成了思想解放、文明自觉的文明开放的多点、

多线相互联系信息网络。

七对交往概念，一切社会变革都必然深化为哲学思考，而哲学则具有

创造概念的特点。文明交往的自觉是哲学的自觉，其概念有七对: 传承与

传播、善择与择善、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

适度与极端。其中传承为文明内部发展之脉，传播为文明外部交往之路，

选择是文明交往之键，理解的前提是尊重对方，极端为文明交往随时所应

预防的危险倾向。

八项变化，文明交往的世界是变化的世界，它通之于变，成之于明，

归之于化。人类文明交往是变动化的实践活动，变化变通的要旨在 “化”。

文而“化”之为文化，文而明之为文明，但只有 “化”才能明，才能使文

明交往互动走向深化和自觉。变化的要义有八: 教化、涵化、内化、外化、

同化、转化、异化、人化。《易·系辞》所讲的 “穷神知化”也是指 “化”

因时、因地、因人而变。

九何而问，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在于问题意识的引导，它引导人们自

觉地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为 “九何”: 何时? 何

地? 何人? 何事? 何故? 何果? 何类? 何向? 何为? “九何”的 “九”，意

指数之极，言问题多而求索不止，并非限于 “九”而止步。获得自觉的周

期率是: 从问题始，以问题终，一个问题总在引发另一个问题，问疑不息，

由一个思维周期，上升到更新周期。学问，学问，无问难成学。文明交往

之学是人类文明交往互动大道，而 “九何”旨在自觉认识到自我理解和实

践上的局限性。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宽广

的研究空间。以上概括仅仅是我从历史研究，特别是从中东史研究中思考的

初步心得。一得之见，谨供学界同行讨论，以共同提高学术研究的自觉性。

三 树人启智辟新路

访谈人: 您在我国中东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您认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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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觉具体化到科学研究上，可称之为 ‘学术生命的自觉’”。请您结合
“学术生命自觉”谈谈对我国中东研究的建议和想法。

彭先生: 我最为关心的是我国中东学科建设问题。在 2003 年的 《书路

鸿踪录》书前的《雪泥鸿爪存，披览前踪在》的序中说: “唯学人求知和创

新的自觉，在促进学术年龄期的耕耘，以期有益于社会。”在同书后的 《雁

别蓝天去，山迎白云归》的跋中进一步指出: “科学研究是人类思维建造、

改造、创造世界的生命活动”， “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特殊生命活动”，

“是求真中的理性自觉，特别是在文明交往中的人生自觉”。以上两句话是

我由文明交往问题探研深入到文明自觉问题的两次明确表述。现在，在回

顾学术之旅之时，在思考学术生命成长的心灵收获这样复杂的问题上，我

的思路仍然集中在“文明自觉”这个问题上。文明自觉具体深化到科学研

究方面，也是一个“学术生命自觉”的命题。在 2010 年出版的 《中东史》

这本体现人类文明交往历史观念的著作中，我将其要点归纳为六点。

( 1) 学术生命的自觉始于对科学研究生长点的选择和坚守。学者为学，

以学术为生命，首先要将自我的生命同研究的对象相结合，并且必须落实

到一个有开拓性的科学研究生长点上。选择好了生长点，还要坚守生长点，

与研究对象熔于一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学术生命的持续活动中，

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表现出生机和实力。

( 2) 学术生命的自觉壮大于科研群体的成长。个体学术生命活动的自

觉可以在科研生长点上创造成果。如果把个体学术生命融入群体学术生命

之中，为了共同目的，同心协力，完成重大项目，那将是更理想的选择。

个体学术生命的活动力毕竟是有限的。每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后面必然

是学术带头人引领下科研群体分工合作的结果。

( 3) 学术生命的自觉定位于本学科的建设上。学科建设是一种学术史

思考见于本学科的自觉活动。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学

术史上的定位和本学科建设的定位。学者的每项科学研究项目只有从学术

史定向中察其走向、从学科建设的定位中做出贡献，才能赋予学术生命的

地位和意义。

( 4) 学术生命的自觉植根于学派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的推动力是独

立、自由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这种觉醒促进了学派建设的自觉性。不同学

派是学术主体性的表现，是学术史上的常态。学派有师承关系，是一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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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群体，一代又一代志同道合者在一个又一个重大学术成果和学派理论创

造过程中自觉形成的。

( 5) 学术生命的自觉栖息于爱、好、乐的人文精神境界之中。对研究

对象在理解基础上的“爱”、专注偏爱的 “好”和审美情趣的 “乐”，这是

学术生命自觉递进上升的三种境界，它受科学的求真、向善和爱美规律的

制约。爱而深思，常使学者头脑中涌动着学术思维波澜; 好而成癖，没有

比学术研究更为学者着迷的事; 乐以审美，自然会使学术客体产生意外的

生命创造。生活在爱、好、乐境界的学人，生命创造力之门经常是敞开的。

( 6) 学术生命自觉的座右铭和箴言。铭为: 坐得住，沉下来，静下

心，不浅尝辄止，要深入问题，对学术充满理解感、使命感，坚定不移走

自己的路。我有一句人生箴言: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这十字箴言可

具体为: 尽力知足，尽心知足，尽责知足; 学习知不足，学思知不足，学

问知不足; 为真求知，为善从事，为美养心; 不为名缰，不为利锁，不为

位囚。

访谈人: 您在教育、教学中具有丰富的经验，数十年来培养了将近七

十名中东研究领域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很大部分已成为我国中东

研究的骨干力量。请分享一下您在人才培养上的心得? 您对学界同仁，尤

其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在学术研究中有什么建议?

彭先生: 我从 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 年开始招收博士

研究生，在三十多年来的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对人才培养和治学多了些

经验和理性，对学术的规律性和治学者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积累了

一些体悟。

首先，学术的要旨在学，学贵勤奋而立。勤奋，是勤劳奋进，它具有

巨大的、锲而不舍的人格力量。学术是人类文明的事业。勤奋是人生敬业

的本色。韩愈《进学解》云: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学术史昭示，只有脚踏实地、不懈追求真理、上下求索的人，才能深刻领

悟到勤奋的力量。在中华文明中，勤奋劳动是优秀的品德。人勤地不懒，

勤劳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天道励志，所以要志存高远; 人道励勤，

所以要立地实干。《孙子·计篇》云: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可

以把这句话转义于治学: 学者，勤、严、实、新、协也。学者从勤奋开始，

把严谨、求实、创新、协作贯通为一体，组成治学的坚定、坚韧和坚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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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力量。

其次，是自圆其说和自得之见。勤学是学者治学的基本劳动实践。它

需要勤读、勤问、勤思、勤写、勤交流，切磋探研，取长补短; 它需要学

者常怀坚持真理之态，常存修正错误之心。使自得独创之见能自圆其说。

学术上有不同声音和争论，这是正常现象，否定和超越是恒常规律。正如

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 “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对不会完全正确; 但能自

圆其说的哲学，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最富有成果的各派哲学，向来也包

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然而正因为如此，才部分正确!”这正是治学者的自

觉之言。这正是我在一开始说的赵翼 “学语苦难圆”的困惑所在，也是学

者勤劳耕耘、孜孜以求的乐趣和动力所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学人要学而时习之，学术生命不止，学习不止，要

活到老，学到老。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勤学与善学，久而久之，成

为习惯，从而由爱学、好学、乐学而升华为勤劳奋进的诗意生存的审美人

生境界。我认为，勤奋自立而获得的独创之见，在于有独特的学术个性，

而不能“邯郸学步”。《庄子·秋水》中说: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

于邯郸与? 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寿陵，燕国城邑;

邯郸，赵国都城。寿陵有位叫余子的人，到邯郸去学赵国的 “国能”———

走步 ( 可能是一种健身的养生体操) 。由于他不善学习，一味亦步亦趋地模

仿而不思创造，因此，不但没有学到此种新的走步技艺，而且忘掉了原来

行走的步法。最后他连正常的走路都不会了，是爬着 ( 匍匐) 回去的。这

个寓言启示我们，一切唯书、唯上、跟风、流俗、食洋不化、泥古不进，

都是学习上的僵化之路。

再次，我培养研究生，着力于科研意识、科研基本功、科研生长点和

科研成果四个方面，其中选择科研生长点属科研人员的长远发展方向，在

科研规律中占突出地位。生长点必须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确定，并在加强科

研意识和训练科研基本功 ( 如写各种作业、完成各种课程，写作论文，特

别是撰写学位论文) 的过程中，初步体现为系列的科研成果和培养科研能

力。人的一生都在选择中，但能坚持却是最可贵的。

学术研究不可无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前导力。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组成了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和行为的中

轴线。问题意识从广义上讲，是产生于对时代、经济、文化、宗教、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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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等各方的情感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对学人研究的问题影响。鲜明的问题

意识，其实是很复杂的，它不仅有大有小，而且有真有伪; 它可以使学术

研究焕发勃勃生机，又可导致学术研究混乱。问题意识关键是大方向要正

确，在行程要思路清晰，并掌握适度。

在适度上我还想多说几句。问题意识仅靠掌握了一些理论词句、名词、

概念和套用技巧，就可以提出 “真问题”吗? 单纯的理论训练、脱离了历

史的洞察和现状的体悟，就能培养 “问题意识”吗? 把理论当作教条来套

用历史和现状问题、把贩卖西方理论用来解释东方本土问题，能有好的效

果吗? 问题意识可以 “预先设计”、可以据此来裁剪史实、可以削足适履、

建构定型的“理论模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践的 “情感体验”是正确理解问题意识的要害

处，仍如我说的在于 “适度”。为什么? 因为，问题意识关注的是人的主

体，关注的是人文精神，关注的是由人本性体现的情感及其历练的灵性、

悟性和韧性。人的主体性、人文主义精神总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是活态

的而非机械的，是丰富的而非单调的。然而，情感体验、想象力固然重要，

但它毕竟是概念和知识形成过程的初级阶段，这个认识的最低层次必不可

缺，不过它需要从具体的特殊认识，上升到一般的抽象认识，在实践中从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复次，处理好“通”与 “专”的关系。治学者其上乘是将细微考证与

宏大综括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称为精通。博通属 “识”的范畴，意味着

视野广阔、思想深刻、高瞻远瞩。通很关键，博未必通，而通则必须博。

治学的自觉性高低在于通博基础上的专深程度。稍作具体而论，即如佛教

学者楼宇烈提出的“四通”: 文史哲通、儒释道通、古今通、中西通。他认

为，“四通”才能 “八达”，治学眼界才能开阔，学者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

个狭小的圈子里。我注重通的学术性。以历史学而言，不在史事，而在史

学; 不在史政，而在史学价值; 不在史叙，而在史论。

专精属“学”的范围，意味着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攻。就史

学而言，要求在 “专”的基础上汇通: 一是治史者个人先有窄而专的研究

专题，成为某学科之专长，其特点是专而深; 二是集各专家的研究成果，

加以综合缀连，其特点是横而广。通，贯穿着时代精神; 通，关注着时代

问题，因而必须有贯通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变迁，世事的舛变，感悟系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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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诸文字，所谓通识眼力，就成为通观历史观念的灵感源头。

最后，学人要具有雅量，学人之间，学派之间，需要雅风。学术之间的

差异需要仁爱之道加以融通。仁爱之道是承认人的尊严，它把差异视为丰富

人性交往互动的机遇。互惠性价值是一种学习互进的能力，要以真诚对待
“他者”。相互欣赏、相互理解。信任是互重、互容和学术对话的前提。

史学家们有不同见解、不同文风、不同体裁，都属正常而且为文明交

往所必须。没有这些差异，史家便失去学术自觉，史学便失去活力。学派

之间要有容人雅量之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并生竞长，共求真善

美。学派之间虽不免优胜劣汰，但绝非不共戴天。

访谈人: 您独特的学术经历和见解一定对从事中东问题、世界史研究

的青年学者大有裨益。最后，请总结一下您的治学理念，作为这次访谈的

结束语。谢谢您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接受访谈。

彭先生: 现在，坐八 ( 八十五岁) 望九 ( 九十岁) 的我，还正在行走

于学术人生的旅途上。正在路上的我，长途跋涉磨炼了五方面的治学理念，

激励自己不懈行进。现在提出来，供青年同行们参考。这就是我在 《中东

史》后记中所写的五点。

第一，专心致志。即如马克思所说: 走自己的路，任别人去说吧!

第二，崇实致真。手在近处，心怀远境，屈原有歌: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三，固本致新。物我交往，诗意治学，张载咏 《芭蕉诗》云: 芭蕉

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

第四，宁静致远。可以用宋代名将宗泽的 《早发》诗来表达: 幄垂

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第五，坚毅致强。用我自己一首诗来叙说韧性治学真意: 治学之路是

活的 /只要坚硬的脚跟坚定 /这条路就有生命。 /路 /没有绝境。 /路 /不怕坎

坷曲径。 /路 /不管风雪雨晴。 /脚 /无畏无惧地选择方向 /纵使误入隧洞 /走

出来 /将是一片光明!

跋语: 书路漫漫，且吟且行。相思不尽，栖而不息。薪火相传，求真

善美。成书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责任编辑: 李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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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Middle East Studies from Human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 Peng Shuzhi

Peng Shuz hi，Yan W ei

Abstract: Prof. Peng Shuzhi，born in 1931，from Jingyang of Shanxi prov-
ince. He graduated from History Department of China'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1954，and was recommended as a postgraduate researcher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that same year. His major was Asian history. Prof. Peng has served as the dean of
History Department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ion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IME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long time. At present，he is the supervisor
of Doctor's candidates and the honorable director of IMES. He has supervised 36
Ph. D. students，most of whom form the backbone of China's Middle East studies.
In research aspect，Prof. Peng has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modern world history，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and
theory of history. He has written and edited the: 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 13 Vols) ，A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The History of Arabian Countries. These book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ern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Prof. Peng has also
taught and written，focusing more attention on human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He has published many books on this topic，which



Abstract

provide a new path about world history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The editor of jour-

nal hold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Peng，and introduces the latter's academic expe-

rience and thoughts，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China's world history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Keywords: Peng Shuzhi，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Theory，Middle East Studi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Theor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i Jiancai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advanced by Prof. Peng

Shuzhi's，is broad and profound.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putting forward

the specif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self － orientation and mutual cognition of

every country across the world; offering a right direction of foreign policies of every

country during tim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providing a reasonable thinking for

every country to deal with its beneficial differences and divergences; as well as

pointing out the channels to solve the conflicts and wars for every country. This

theory has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and the Chinese scholars can，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this theory，con-

struct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ystem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eng Shuzhi，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

tion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Peng Shuzhi's
Conception on the Civilization

Jiang Zhen

Abstract: Chinese famous historian Peng Shuzhi advocates seeking the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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